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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目的”的限度
———生命伦理学视域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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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关于这一公式的简称,目前学界有几种提法,主要有 “人是目的”、“人性公式”和 “目的公式”。国内也有学者对此进行过

校正,认为前两种提法都不准确,容易造成误解,主张较为精确的表述是 “目的公式”。笔者同意这种观点,但鉴于这些用语,尤其

是 “人是目的”的用法,几乎已经众所周知,加之上述三种表达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完整涵盖该公式的所有内涵,所以也不必太拘泥于

如何表达,只要厘清内涵即可。因此,本文在论述时会交替运用 “人是目的”和 “目的公式”这两种表述。

[摘要] “人是目的”的命题固然具有强有力的影响,但它在生命伦理学中的运用是有限度的。该命

题越是被广泛地运用,越容易流于表面。因此,厘清 “人是目的”的内涵是正确运用该命题的前提。“人是

目的”源自康德的 “目的公式”,其核心思想是尊重理性主体的道德能力。器官买卖破坏了生命的完整性,
损害人格的载体,进而贬低理性主体的道德能力,因而违背了 “人是目的”的命题。商业化代孕之所以违

背 “人是目的”的命题,并非因为它破坏了生命的完整性,而是因为这种活动强化了女性被工具化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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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生命伦理学领域,人们耳熟能详的 “人是

目的”命题来自康德的 “目的公式”①。学术界普

遍认为,“目的公式”充分表达了对人的尊严的尊

重,因而该公式也被视为 “尊严原理”[1](P13)。例

如,在关于器官买卖和商业化代孕的问题上,反

对者们提出的最具有影响力的理由是,在器官买

卖和商业化代孕中,人仅仅被视为工具,违背了

康德的 “目的公式”,侵犯了人的尊严。这似乎

已经成为某种不证自明的共识,而当笔者试图梳

理其论证思路时却发现,我们在运用 “目的公

式”分析具体问题时需要根据不同的语境转换视

角,这样才能确保运用的合法性。简单地套用

“人是目的而不仅仅是工具”这一原则,不仅会

弱化论证的说服力,甚至有可能与论点背道而

驰。因此,本文力图在重释 “人是目的”命题的

基础上,讨论该命题在器官买卖和商业化代孕语

境中如何运用的问题。

一、重释 “人是目的”

“人是目的”的命题是康德在 《道德形而上

学奠基》(下文简称 《奠基》)中提出的 “目的

公式”所蕴含的核心思想。这一命题的准确表述

是:“你要如此行动,即无论是你的人格中的人

性,还是其他任何一个人的人格中的人性,你在

任何时候都同时当做目的,绝不仅仅用做手段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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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2](P47)理解该命题的关键在于如何理解

“人格中的人性”(dieMenschheitinder/deiner
Person)这一术语。对此,不同学者给出了不同

的解释,有学者将其视为 “人”,有的视为 “人
性”,有的视为 “人格”,等等。康德学术界对此

也有争议,概言之,主要有两种理解路径:一种

将其理解为广义上的人性,即一般的理性能力;
另一种将其理解为严格意义上的 “人格性”,即

道德理性能力。联系康德在 《纯然理性限度内的

宗教》中提到的人的本性中三种向善的原初禀

赋,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该命题。康德在该书

中论述的三种禀赋分别是:
(1)作为一种有生命的存在者,人具有动物

性的禀赋;
(2)作为一种有生命同时又有理性的存在

者,人具有人性的禀赋;
(3)作为一种有理性同时又能够负责任的存

在者,人具有人格性的禀赋。[3](P74)

① 人格是什么? 康德借用了理性心理学关于人格的定义:“在不同的时间里意识到它自己在数目上的同一性的东西,就此而言是一

个人格” (ImmanuelKant.CritiqueofPureReason.translatedandeditedbyPaulGuyerandAllenWood.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
Press,1998,p.422)。也就是说,我能够意识到小时候的 “我”和现在的 “我”是同一个 “我”,就此而言,我是一个人格。简言之,所

谓人格,就是指 “具有自我意识的实体”(参见李秋零:《“人是目的”:一个有待澄清的康德命题》,载 《宗教与哲学》,第五辑,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然而,康德并没有停留于对人格的这种心理学意义上的理解,而是进一步赋予其道德的内涵。他在后期著

作 《道德形而上学》中说:“人格是其行为能够归责的主体。因此,道德上的人格性不是别的,就是一个理性存在者在道德法则之下的自

由 (但是,心理学的人格性只是在其存在的不同状态中意识到其自身的同一性的能力)。由此得出,一个人格仅仅服从自己 (要么

单独地、要么至少与其他人格同时)给自己立的法则。”(参见ImmanuelKant.PracticalPhilosophy.translatedandeditedbyMary
J.Gregor.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2008,p.378)也就是说,人格就是一个自由的、能够为自己的行为负责的主体,
一个能够设定道德目的 (为自己立法)的主体。由此可见,在康德伦理学中,人格是一个具有道德内涵的概念,是人之为人的本

质,是人的高贵所在。丧失人格的人,尽管还可以被称之为 (生物学意义上的)人,但却不能彰显人的尊严和真正的价值。

动物性的禀赋,是指人作为一种有生命的存

在者所具有的诸如自我保存、繁衍和与他人共同

生活的能力。这是人与其他动物共同具有的属性

或禀赋。人性的禀赋,是指作为一个有理性且有

生命的存在者,人所具有的一般设定目的的能

力,例如追求幸福的能力。这是将人区别于其他

动物的属性或禀赋。人格性的禀赋,是指作为一

个能够为自己的行动负责的理性主体,人所具有

的设定道德目的的能力。这是凸显人之为人的优

越和崇高的属性或禀赋,借此,人才拥有所谓的

“尊严”。由此可见,处于第二层面的人的本性,
即 “人性”,并不能彰显人之为人的本质,它充

其量只是将人提升到高于其他动物的一个物种

而已。

由上可知,人性本身并无高贵可言,而只有

具有道德意蕴的人格性才成就了人的高贵。从用

语上来看,如果康德在此的 “人格中的人性”就

是指上述一般意义上的人性,那么,康德大可不

必加一个限定词 “人格中的”①。从内容上看,
如果这里所指的就是一般意义上的人性,则该公

式所表达的思想可以概括为:应该尊重每个理性

主体任意设定目的的能力,也就是其主观目的和

意图,简言之,尊重每个理性主体的选择。这意

味着,即便一个人自愿选择通过损人利己的手段

来获得自己的利益,我们也应该尊重他。将 “目
的公式”做此种解读显然违背了康德的道德律

令。事实上,康德正是意识到,在现实生活中,
人往往会由于其自身的有限性而错将道德或道德

能力视为实现幸福的手段,才提出了 “目的公

式”。康德在 《奠基》和 《实践理性批判》中曾

多次强调,任何时候,都不能将道德仅仅视为追

求幸福的手段。因为,在一个只顾追求利益的人

眼中,是否要讲道德取决于是否能因此带来利

益,道德仅仅被视为追求利益的工具,道德的纯

粹性遭到玷污,道德的尊严被贬低,而这是康德

决然不能接受的。
如前所述,人的本性有三种向善的禀赋,那

么,剩下来可供考虑的只有 “人格性”了。如果

将 “人格中的人性”理解为人格性,则 “目的公

式”可以阐述为:应该尊重每个理性主体的道德

能力。这就要求,任何行动,既要确保理性主体

设定道德目的的能力不受损害,同时又要积极促

进理性主体道德能力的实现。由此, “目的公式”
表达了一种将人从人性提升到人格性,进而彰显

人之为人的本质和崇高的思想。而这一思想与康

德伦理学的使命是一脉相承的。康德对道德与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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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关系的主张与斯多亚派崇尚理性和道德、贬低

肉体的思想有一定的关联[4](P7),但康德并没有因

此而完全漠视肉体和生命。他在 《奠基》中用四

个例子进一步阐述了 “目的公式”的具体要求,
其中与生命直接相关的是关于自杀的例子。

康德认为,一个为了逃避生活的困苦而选择

自杀的人,他的行动严重违背了 “目的公式”的

要求。在康德伦理学中,人既是一个动物性的存

在者,又是一个道德的存在者,后者彰显了人的

高贵和尊严。因此,“目的公式”的本质要求是保

持自己作为一个自由的道德存在者的身份。然而,
人的这两种角色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即作为动

物存在者的人是作为自由的道德存在者的载体。
为了逃避生活的困苦而选择自杀的人彻底毁灭了

自己的生命,也就摧毁了自由的道德存在者的载

体,就此而言,他贬损了自己人格中的人性,对

自己的人格犯了罪。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康德说,
人 “只是由于作为人格的性质就有责任保持自己

的生命”[5](P547)。但这是否意味着任何情况下的自

杀都是不被允许的呢? 在康德看来,关键在于自

杀者是出于什么样的动机。在上述情境中,自杀

者的动机是逃避困苦,其性质属于趋乐避苦的动

物性属性。自杀者的行为相当于让自由的道德存

在者屈从于动物性属性,即仅仅将人格中的人性

视为手段。然而,对于一个舍生取义的人来说,
他选择牺牲自己的生命是为了 “义”,为了 “道
德”。此时,他的行为并未贬损人格中的人性,而

是彰显了其作为自由的道德存在者的尊严和崇高。
概言之,康德关于保存生命的立场是,在一般情

况下,人有保存生命的义务,这是人对自己的首

要义务。但是,在一些特殊的情境下,当保存自

己作为一个动物存在者的生命与保持自己作为一

个自由的道德存在者的身份相冲突时,选择放弃

生命并没有违背道德律令。接下来,笔者以器官

买卖和商业化代孕为例,分析如何在生命伦理学

语境中正确运用康德 “人是目的”的命题。

二、器官买卖在何种意义上

违背了 “人是目的”?

随着器官移植技术的逐步完善,器官移植的

成功率大大提高,这对于器官衰竭病人的生命维

系和生活质量来说无疑是一个救星。不过,器官

供体严重不足的问题也随之涌现。这就意味着,
即使移植技术再完善、成功率再高,如果没有可

供移植的供体,该技术所发挥的价值也极为有

限。为了尽可能多地扩大供体来源,各个国家都

在权衡利弊中制定出相应的政策法规,如鼓励器

官捐献、允许器官买卖、利用死囚器官等等。我

国过去的移植供体长期依赖死囚器官,这虽然在

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供体严重不足的问题,但也后

患无穷,导致我国长期遭受国际医学界和相关机

构的谴责。自2015年1月1日起,中国的器官

移植全面停止利用死囚器官,公民捐献成为器官

移植的唯一来源。在这种背景下,解决器官供体

不足的问题是一项重大工程。尽管需求很迫切,
但主张通过器官买卖增加供体的呼声却不高。人

们从直觉上认为器官买卖侵犯了人的尊严。事实

上,大多数国家已经出台相应的法律法规禁止器

官买卖,学术界的主流声音也与此一致。
尽管如此,依然有少数国家,如伊朗通过相

关法律法规使器官买卖合法化;在美国,也有少

数人倡导器官买卖合法化。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器

官移植外科医师阿瑟·马塔斯 (ArthurMatas)
在美国各地参加会议时,疾呼开放肾脏器官买

卖。他认为,肾脏买卖如能合法化,可以增加肾

脏的供应、拯救生命并改善肾病末期病友的生活

质量,而禁 止 肾 脏 交 易 等 于 宣 判 某 些 疾 患 死

刑。[6](P659)与此同时,反对之声持续不断,如伦

理学家威廉·梅 (WilliamMay)说:“如果我花

钱买诺贝尔奖,那么我就玷污了诺贝尔奖的声

誉。如果我从政府那儿买豁免权,那么就损害了

市民的人格。如果我买儿童,我就不配为人父

母。如果 我 出 卖 自 己,我 就 失 去 了 做 人 的 尊

严。”[7](P659)器官买卖严重侵犯了人的尊严似乎已

经成为反对者们的充足理由,在他们看来,这既

合乎人的直觉,又有强有力的哲学依据——— “人
是目的”。“人是目的而不仅仅是工具”的理念已

经成为现代文明的共识,人们普遍认为允许器官

买卖,就是给人的器官标价,也是间接地给人的

生命标价,因而贬低了人的尊严。综观生命伦理

学的相关文献,可以发现,学者们几乎全都认可

该理念来自康德的命题——— “人是目的”。
回顾上述第一部分康德对自杀的分析,可以

—111—



看出,任意毁灭自己的生命也就损害了自己作为

道德存在的载体,贬损了自己人格中的人性,对

自己的人格犯了罪。但是,在器官买卖的语境

中,设想一个人卖了一个肾 (暂且不论出于何种

动机),他的生命并没有因此而彻底毁灭,他依

然还可以活着,还可以在以后的生活中践行道德

律令的要求,他的道德能力并没有因此而彻底受

损。那么,这个人卖肾的行为是否如任意自杀般

不可容忍,会遭到康德的谴责呢? 尽管康德没有

花太多笔墨讨论器官买卖的问题,但他在 《道德

形而上学》中再次讨论自杀问题时,也随之提及

了关于处置器官的问题。
康德认为: “剥夺自己一个作为器官的有机

部分 (自残),例如,捐赠或者出售一颗牙,以

便把它植入另一个人的下颌,或者让人阉割自

己,以便能够作为歌手更舒适地生活,等等,诸

如此类的事情,就属于局部的自我谋杀。但是,
让人通过截肢去掉自己一个已经死亡的或者濒临

死亡的因而对生命有害的器官,或者去掉虽然是

身体的一个部分但却不是身体的一个器官的东

西,例如头发,就不能被算作对其自己人格的犯

罪。虽然后一种情况如果是意在外部牟利的话,
就不是完全无罪的。”[8](P547)从该段文字来看,康

德是明确反对出售器官的,在他看来,这属于

“局部的自我谋杀”。这一立场背后的理由是 “人
对作为一种动物性存在者的自己的义务”①。换

言之,人作为一个动物性的存在者,首先有自我

保存的义务,“保存”在此既包括保存生命不被

毁灭,也包括保存生命 (器官)的完整性。康德

指出,如果一个器官本身已经濒临死亡,而且对

生命有害,则摘除这个器官并不构成对人格的犯

罪。但是,如果摘除器官是为了牟利的话,那

“就不是完全无罪的”了。概言之,在康德看来,
不要将人格中的人性仅仅视为工具这一命题要求

我们保存生命的完整性,即不要将生命仅仅视为

手段。出卖器官以牟利的行为损害了生命的完整

性,将器官仅仅视为工具也就相当于将生命仅仅

视为工具,进而将人格中的人性仅仅视为手段。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可以说,器官买卖违

背了康德的 “目的公式”,侵犯了人的尊严。然

而,正如康德在将 “勿自杀”视为完全义务的同

时又在 《道德形而上学》 “决疑论”部分讨论是

否所有形式的自杀都不被允许一样,在器官买卖

问题上,人们同样会提出这样的疑问:是否任何

情况下的器官买卖都违背了 “目的公式”,进而

侵犯了人的尊严呢?
试想,一个居住在别人屋檐下的家庭,他们

过着食不果腹、饥寒交迫的生活,如果生活现状

无法得到改善,幼小的孩子可能面临死亡的威

胁。而由于自然和社会的偶然因素,这个家庭中

的父亲不能通过出卖自身劳动力而使家庭生活得

到改善,此时器官买卖中介告诉他有一个等待肾

脏器官移植的人需要一个供体,而这也许是他改

善生活的最后机会。在这样的情境下,一个父亲

为了自己的孩子能够继续生存下去,在深思熟虑

之后,最终选择去黑市卖掉自己的一个肾。② 对

于这样的行为,人们该如何评价呢? 当这个父亲

前往器官交易所去卖自己的肾时,他希望借此获

得报酬。就这个行为本身而言,显然具有金钱交

易的性质。但是,父亲真正关心的是拿到这些报

酬后可以救自己的孩子。就此而言,我们又不能

将父亲卖肾的行为简单地视之为牟利。相反,我

们会被这样的行为所感动,认为父亲的行为不但

没有贬低自己人格中的人性,反而彰显了他作为

一个父亲的伟大和其人格的崇高。这是否意味着

该行为不涉及任何尊严受损的问题呢?
试想,当一个社会的不公平足以导致一些人

不得不依靠出卖自己的器官来维持生活,履行自

己作为一个父亲的基本义务,保持人格的完整

时,人的尊严如何能够得到尊重和捍卫? 因此,
笔者主张,在一般情况下,买卖器官的行为如果

是为了牟利,则应当受到谴责;在特殊情况下,
如上述案例所呈现的,尽管买卖器官的行为本身

依然无法完全摆脱牟利的性质,但却是为了更高

尚的目的,则谴责买卖器官的行为本身是没有意

义的,甚至会让人觉得这种谴责是如此的冷酷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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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从 “目的公式”派生出来的义务有两类:一类是人对他人的 (完全和不完全)义务;一类是人对自己的 (完全和不完全)义

务。在现实生活中,前者运用较多,而后者则容易被忽视。
该案例是2017年6月10日 “在京高校生命伦理学论坛”中,由报告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伦理学专业刘雪同学提供,在此

表示感谢。



情。在这种情境下,人们还是会由衷地感叹人的

尊严受到侵犯,但这里对尊严的侵犯已经并非器

官买卖行为本身所导致,而是社会制度的不公平

所造成的对个人生存权利、体面生活的漠视。

三、商业化代孕在何种意义上

违背了 “人是目的”?

目前,代孕的话题也越来越成为人们关注的

热点。随着代孕生殖技术的相对成熟,中国传统

文化中对传宗接代的重视,加之目前二孩政策的

推行,使得不孕夫妇通过代孕生育后代的需求更

为强烈,而法律禁止代孕的条款则不可避免地使

这种供求关系转入地下,形成杂乱无章的商业化

代孕黑市。商业化代孕被形象地称之为 “出租子

宫”的生育行为,它以牟利为目的,为避免纠纷,
通过签订合同或协议约定在分娩后自愿放弃孩子,
交由委托方抚养,代孕女性获得相应的报酬。在

商业化代孕的浪潮中,女性被潜在地划分为三种:
基因优秀的妇女成为基因母亲;身体健康强壮的

妇女成为妊娠母亲;富裕温和的妇女成为社会母

亲。市场会根据代孕女性的学历、职业、健康状

况、相貌、身高等特征给出不同的 “价格”,仿佛

对不同层次的酒店进行衡量一般。条件优越的委

托方可以为未来的孩子选择高档的 “星级酒店”。
目前,大多数学者主张 “商业化代孕贬低了人的

尊严”。如同器官买卖侵犯人的尊严一样,这似乎

也已经成为某种不证自明的共识。① 人们普遍认

为,商业化代孕就是 “出租子宫”,用自己的生殖

器官来牟利违背了康德 “人是目的”的要求。
从前文关于器官买卖的论述中可知,出卖器

官损害了生命的完整性,损害了人格的载体,进

而贬低了人格中的人性。那么,商业化代孕是否

也是在这一意义上侵犯了人的尊严,违背 “人是

目的”的命题呢? 与器官买卖不同,商业化代孕

只是出租器官 (子宫),生命的完整性是否必然会

受到损害还有待考究。相关研究显示,怀孕及分

娩过程中母体可能出现相应的身体变化,甚至可

能出现并发症。如果在代孕过程中,还需要代孕

母亲为其提供卵子,对于代孕母亲的身体健康来

说,危害更大。那么,是否能因为存在 “危害”,
进而认为商业化代孕违背 “人是目的”的命题呢?
反对者们提出如下质疑:首先,如果这一理由成

立,那么,不仅商业化代孕应该被禁止,其他一

切形式的代孕也都应该被禁止,上述危害的存在

不会因为是否商业化而取消;其次,其他劳动也

存在一定的风险,如军人、警察或长期暴露于辐

射环境中的工作人员,他们的健康和生命所面临

的风险比一般人更大,但我们并不认为他们的工

作与 “人是目的”的要求相悖。那么,这是否意

味着商业化代孕并没有违背 “人是目的”的要求

呢? 显然,单纯地引用生命健康、生命的完整性

是否受到损害不足以反驳商业化代孕。
商业化代孕的特殊之处还在于它所涉及的

是人的生殖器官。深受基督教思想影响的康德

在性问题上的态度极为苛刻。他在 《道德形而

上学》中明确指出,滥用性属性 (如卖淫)是

“对自己人格中的人性的一种羞辱 (不单单是贬

低)”[9](P549)。在他看来,这是 “一种在最高程

度上与道德性相冲突的侵犯”[10](P549)。另外,对

自己性属性的非自然的使用②和不合目的的使用

也是对自己义务的侵犯,即 “人由于把自己仅仅

用做满足其动物性冲动的手段,而 (以丢弃的方

式)放弃了其人格性”[11](P549)。康德的这种严苛

态度很容易被反对商业化代孕的人们用来证明商

业化代孕违背了 “人是目的”的命令,毕竟生殖

器官与人的性属性关系密切。然而,问题的关键

在于,代孕技术已经使人的性属性与生育活动分

离开来,商业化代孕并不涉及对性属性的利用,
而只是租用生殖器官 (子宫)以达成生育的目

标,这就使问题变得更加复杂。由此可见,康德

对性属性的上述论述也不足以反驳商业化代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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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金钱报酬将会使配子、子宫、婴儿被当作商品,贬低人的价值和尊严……人体及其生存必需的部分是否可以作为商品? 直

到目前为止,国际社会和大多数国家都给予否定的回答。如果如此,那么在伦理学上人体器官和组织不能买卖,性器官不能 ‘租用’
(卖淫),同理,精子、卵、胚胎不能买卖,代理母亲不能商业化,即子宫不能 ‘出租’。”参见邱仁宗、翟晓梅主编:《生命伦理学概

论》,65页,北京,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2003。
康德说:“如果人不是受实际的对象所刺激,而是受这个对象的想象所刺激,因而有悖于目的,是自己给自己制造对象,那

么,一种性愉快就是非自然的 (这里指自慰)。”所谓不合目的的使用,是指不以生育为目的使用性属性的情形。ImmanuelKant.
PracticalPhilosophy.translatedandeditedbyMaryJ.Gregor.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2008,p.549.



毕竟,在康德的时代,性属性和生殖活动是不可

分割的。然而,从上述康德关于性属性的论述可

以看出,康德伦理学背后有深刻的自然目的论思

想。尽管自然目的论不一定能够被科学所证实,
但是作为一条反思性原则,它对于我们思考人类

的活动,尤其是科学技术迅猛发展所带来的新事

物具有重要意义。在自然生育过程中, “父母对

孩子最基本的愿望就是爱他们,孩子得到父母的

爱和抚育,这些爱和抚育不受他们的个人利益的

驱使和操纵。父母的爱可以被理解为充满激情

地、无条件地承担了养育自己的孩子的义务,在

孩子成长的过程中,给予他所需要的关心、影响

和指导,使其逐渐走向成熟。”[12](P1085)这就是做

父母的准则。在自然生育中,父母与孩子之间的

感情纽带是一种天然的联系,而在商业化代孕合

同中,这种天然的联系被合同以禁止的形式中

断,代孕母亲必须同意不与孩子建立父母—子女

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商业规范被应用于父母关

系,市场规则替代了天然的父母准则,孩子被视

为商品,而代孕女性也因其特殊的生殖属性被标

价。康德说:“在目的王国中,一切或者有价格,
或者有尊严。一个有价格的事物也可以被其他的

事物作为等价物而替换,与之相反,凡超越于一

切价格之上、从而不承认任何等价物的事物,才

具有尊严。”[13](P52)某物有尊严就意味着我们无法

找到与该物价值相同的等价物,该物是不可替代

的,在此,尊严可以被视为一种至高无上的价

值。在商业化浪潮中,如果生殖器官可以被出

租,女性可以因此被标价,那就意味着它或她如

同市场上的其他商品一般,被以市场化的标准来

衡量,只有价格,没有尊严。商业化代孕强化了

女性被工具化的观念。
或许有人会质疑:婚姻中女性不是也在某种

意义上承担着生育工具的角色吗? 对比婚姻家庭

中的生育行为来看,女性在婚姻中确实不可避免

地已经承担了生育的责任。如果我们将婚姻视为

契约的话,那么婚姻可以解释为,男性和女性自

愿签订一项协议,使用彼此的性属性,同时,女

性还扮演着生育工具的角色。换言之,女性在婚

姻中已经不可避免地被工具化了。但是,我们一

般不会认为婚姻中的女性所扮演的生育工具的角

色有何不妥,相反,如果女性拒绝该角色反而容

易招致批评,被视为违背自然目的。那么,婚姻

中的女性所承担的角色与商业化浪潮中代孕母亲

的角色有何不同? 确切地说,她们的生育劳动有

何本质区别? 从功能上来看,二者都不可避免地

成为生育工具。区别只在于,婚姻中的女性不仅

仅是生育工具,同时还是家庭不可或缺的成员。
婚姻固然可以被视为一种契约,但也被赋予了诸

多伦理意蕴,如爱、忠诚、尊重等等。因此,婚

姻中的生育活动 (劳动)被尊重、被爱、被视为

夫妻双方爱情的结晶。女性的生殖器官,在婚姻

中就不再仅仅被视为一种工具,不再被视为可以

买卖的商品,而是具有了某种意义上的尊严。而

在商业化代孕的语境中,一切活动都可以被商品

化,都可以被买卖,这就是商业化的本质,正是

在这样的语境中,女性的生殖器官以及女性本身

被仅仅视为工具了。概言之,我们真正不能容忍

的是将生殖器官仅仅视为工具,但并不排斥生殖

器官天然所具有的工具属性。而商业化代孕的问

题正在于它强化或助长了将女性生殖器官或女性

本身仅仅被工具化的观念,这显然违背了 “人是

目的”的要求。

康德的 “目的公式”或尊严思想被广泛应用

于生命伦理学领域。然而,当我们回归到康德文

本中分析 “目的公式”的内涵并将其规范性要求

与生命伦理学中的具体问题联系在一起思考后就

会发现,一方面,康德尊严思想或 “目的公式”
在生命伦理学中的运用是有限度的,因为康德尊

严思想的主体是理性人,强调通过道德性凸显人

之为人的本质和崇高;而生命伦理学所涉及的是

与生命的产生、发展、变化和死亡等紧密相关的

问题,这些问题无关乎崇高与否,而且生命的主

体也不全是理性人。另一方面,即便有些问题

(如器官买卖和商业化代孕)可以用 “目的公式”
对其进行分析和讨论,但针对不同的问题、不同

的语境,“目的公式”的运用也是有差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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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Finitudeof“MenasanEnd”
———AStudyfromthePerspectiveofBioeth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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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propositionof“Menasanend”hasapowerfulinfluence,butitsapplicationinbioethics
islimited.Themorewidelyusedthepropositionis,theeasieritistobecomesuperficial.Therefore,to
clarifytheconnotationof“manasanend”isthepreconditionofproperapplication.Thepropositionof
“Manasanend”derivesfromKant􀆳s“formulaofhumanity”whosecentralideaistorespectthemoral
abilityofrationalbeing.Thetransactionoforgansviolatesthepropositionof“manasanend”,because
itimpairstheintegrityoflife,damagesthecarrierofperson,andthusdegradesthemoralabilityofthe
rationalsubject.Asfarasthecommercialsurrogacyisconcerned,itviolatesthepropositionnotbe-
causeitunderminestheintegrityoflife,butbecauseitreinforcesthetendencyofviewingwomen
merelyastheinstrument.
Keywords:menasanend;thetransactionoforgans;commercialsurrogacy;dig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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